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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与天桥：民国北京的双面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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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民国北京两处重要的城市空间与商品交易场所，王府井大街与天桥地区代表不同的商业

形态，同时也是城市风貌与社会生活的典型展示。不同的空间内部，分布着类型不同、等级不同的

商品经营者以及面目不同、阶层不同的各种消费人群。如果说，王府井大街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

商业体系在北京的集中展示地，而距此不远的天桥则仍容纳着众多传统社会的流动性摊商、回收旧

货的二手市场、经营劣质食品的饭铺、茶楼，以及形形色色的卖艺者与手艺人。王府井与天桥既代

表着民国北京，又都不是民国北京的全部，如果只关注一点而忽视其余，犹如盲人摸象，只有将双

方平等置放在同一个观察平台，兼顾两者的显著区别，才能对民国北京的时代面相有一个更加全面

而深刻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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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建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101）。

多元性与异质性是现代城市最本质的特征之一，亦是城市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城市发展程度越高，内部的

差异越大，这种区别通过行政管理、市政设施、建筑景观以及商业网点分布等多种因素表现出来。民国北京正

经历从传统国都到近代城市的转型过程，城市形态与功能发生历史性变革，其空间结构、社会结构等亦发生深

刻变化。在城市内部，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因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呈现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存

状态，由此生成迥异的城市记忆与城市意象。a

一、作为都市新景观的王府井

清代前中期的北京内城是一个政治之城、军事之城，政治属性压倒一切。由于受到政治制度、城市布局

以及交通条件的限制，呈现出绝对封闭性的特点。内城中形成了诸多禁令，如不准经营商业、不准有娱乐场

所等，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只能居住在外城，商业区也多集中于南城，尤其是前三门（即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

门）地区，由于地处北京内外城的连接带，地理位置适中，沟通内外城居民的往来，周边地区聚集大量工匠作

坊、茶楼和戏园等，形成专门街市，商贸十分繁盛。

民国时期是近几百年间北京城市政治性色彩相对淡化的阶段，是政治性因素不断从中心向边缘退却的历

a		董玥在《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中专门设有一章，探讨了民国北京不同消费空间与市

场等级的对应关系，以及由消费行为所构建的社会阶层划分等问题，重点涉及到王府井与天桥。岳永逸在《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

人的生成与系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年）中，多次触及天桥作为城市边缘地带所具有的“贱”“脏”“穷”“乱”等典型的社

会特征。陈平原曾提出，以胡同为代表的老北京与以大院为代表的新北京，存在着裂缝；紫禁城的皇家政治与宣南的士大夫文化之间，也

有巨大的差异，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并不分享共同的城市记忆（《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 期）。相关研究还可

参见王均：《现象与意象：近现代时期北京城市的文学感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 年第 2 期；王升远：《“文明”的耻部——侵华时

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天桥体验》，《外国文学评论》201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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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过程。从空间维度考察，以往以帝王宫殿为中心的空间结构逐步转向以商业为中心，城市布局的主导因素从

权力转向经济。曾经作为帝都象征的帝王宫殿、皇家园林、坛庙，或丧失原有功能而退居幕后，或转换相关用

途，成为凭吊或游赏之处。而一些新兴商业场所借助于资本的力量，开始跃居城市的中心位置。

王府井大街作为近代北京一处新式商业空间的兴起，既是一个官方主导、规划的过程，也是一个符合市

场规律的自发过程。该街本为旗人驻扎之地，原名王福晋大街，位于紫禁城东华门外南北走向，南达东长安

街，北达东四西大街。清代中期之后，随着旗、民分城而居制度的日渐松弛，京师内城不得经商、娱乐的禁令

逐渐名存实亡，东四、西单、地安门、鼓楼、北新桥等地出现了一批地点相对固定、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商品

集市。由于地处出入皇城的重要通道，内务府采购物资也多经过于此，至清后期，王府井地区商业属性开始凸

显，不仅有流动性摊商，也有一些固定商铺、饭庄出现，一些昔日王府临街房屋开始经营商业。

东安市场的建成是王府井大街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庚子事件之后，清政府开始在京师地区推进近代市政，

王府井所处的东安门外区域成为北京最早进行道路建设的地方之一，“迨光绪末季，值肃王善耆司警政，始以

其地改建市场。最初因陋就简，仅具雏形而己”。a 由于庚子之前，这一带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街市，因此，

在整修道路过程中官方拆除了商贩沿街搭建的一些棚障，选中位于王府井大街北端的原八旗神机营操场，划出

部分区域，将东安门外两旁的铺户迁至此地继续营业，逐渐形成了一处每日营业的固定商业场所，得名东安市

场。

东安市场是北京城最早的由官方所设的综合性定期集市，采取官商合办的经营模式。《东安市场现办章

程》规定，商人任庆泰“禀请工巡总局准其租领立案，发给凭单，官不出款，该商自筹资本建房招商”，“自行

筹款先行开沟筑路，次第建造房屋，既建之后，永为己业，不准拆去”，待房屋建成之后，“招至各商在彼营

业，即遵警察章程办理。其该商应受保护之利益，工巡局均可承认”。b 东安市场经营范围覆盖到日用百货、饮

食、娱乐等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各个方面。在这个固定的商业空间中，商户的经营者不再像以往在街道上随

意经营，开始遵循既定的社会秩序，服从市场的统一规划和管理。1906 年，东安市场北部建立了吉祥茶园，园

内每晚有京戏演出，这是北京内城的第一家。从此，内城的人们不用再绕道至前门就可以在此购物、娱乐。随

后，东安电影院、会贤球社等娱乐设施在此纷纷开办，进一步增加了王府井地区的客流。宣统年间竹枝词形

容：“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c 民初《京师街巷记》记载：“其

地址广袤宽敞，初为空场，蓬蒿没人，倾圮渣土，凸凹不平，自前清光绪三十年，改建市场，始惟有百般杂技

戏场各浮摊商业等，旋经建筑铺面房屋，其内之街市为十字形，两旁商肆相对峙，曾经壬子兵燹所及，市肆墟

毁，不数月，从事建筑，规模较前尤宏阔矣，商肆栉比，货无不备”。d 东安市场的出现具有开创意义，预示着

北京城市化进程中消费革命的兴起。

东安市场建成之后几次失火，屡次重建，每次规模都有所扩大，商业益见发达。至 1920 年代初期，茶楼、

酒馆、饭店、戏园、电影、球房以及各种技场、商店无不具备，“比年蒸蒸日上，几为全城之精华所萃矣”：

东安市场为京师市场之冠，开辟最先，在王府井大街路东，地址宽广，街衢纵横，商肆栉比，百货杂

陈。……该场屡经失火，建筑数四，近皆添筑楼房，大加扩充，其中街市共计有四。南北一，东西三。商

廛对列，街中羼以货摊，食品用器，莫不具备。四街市外，又有广春园商场、中华商场、同义商场、丹桂

商场，及东安楼、畅观楼、青莲阁等，其中亦系各种商店、茶楼、饭馆，又各成一小市场矣。场中东部为

杂技场，弹唱歌舞，医卜星象，皆在其中。南部为花园，罗列奇花异葩，供人购取。园之南舍，为球房、

棋社，幽雅宜人，洵热闹场中之清静处所也。e

至 1930 年代初期，东安市场摊商总计已达 350 余家，其中以书籍、玩具、杂货、糕点、糖果为最多，以

社会中上层为主要服务对象，“就是那些水果摊、香烟铺，都带有华丽气派”f。铺商共计 240 余家，其中以布

a		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北平：经济新闻社，1937 年，第 331 页。

b		《东安市场现办章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三十二年创办东安市场史料》，《历史档案》2000 年第 1 期。

c		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129 页。

d		郭海：《东安市场记》，林传甲编纂：《京师街巷记》“内左一区卷三”，北京：武学书馆，1919 年，第 1—2 页。

e		徐珂：《增订实用北京指南》“第一编：地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年，第 5 页；第八编：食宿游览，第 22—23 页。

f		《平市人心渐趋安定，将重觅享乐生活》，《世界日报》1933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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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鞋铺、西装服、洋广杂货商店为最多，“各该铺商之内外—切布置，均极美丽，游人顾客亦均中上级人

士，故每日营业尚属发达。”a 由北平市社会局组织编写的《北平市工商业概况》称东安市场在全市所有官办及

商办商城中“规模最大，商业亦最为发达”b。一直致力于收集旧京故闻的瞿宣颖在上海的《申报月刊》上介绍

这一时期东安市场的日常状态：

东安市场，当王府大街之中段，距东交民巷甚近，庚子以后所开，其法长街列肆，租以营业，百货无

不具备，旁及球场、饭店、茶馆、饮食、游艺之所，乃至命相奇门堪舆奏技之流，皆可按图以索。街之中

复列浮摊，以售零星食物花果书籍文玩者为最多，以其排比稠密，人烟繁杂，屡屡失慎重修，最后一次迄

今亦逾十年矣。其包罗宏富，位置适宜，有似港沪之大百货商店，而能供日用价廉之物，则又过之。居旧

都者，莫不称便。浮薄少年，涉足其中，可以流连竞日，因为猎艳之游，目挑心招，辄复遇之。c

以东安市场的兴起为发端，王府井逐渐发展成为北京城内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由于地处皇城主要进出

口的东安门外，靠近东交民巷使馆区，这里成为北京最早开启市政建设的区域之一，1914 年京都市政公所成

立之后，首先选择了以王府井大街所在的内城左一区为示范区域，开始道路改造工程，包括拓宽道路、房屋基

准线测量、整修明沟、铺装工事，修筑沥青道路等。1915 年，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在豫王府旧址上建起协

和医院，1917 年，中法实业银行在王府井南口建成七层楼高的北京饭店，“道中宽阔清洁，车马行人，络绎不

绝。……车马云集，人声暄阗，为京师最繁华之区也”。d1920 年代之后，王府井地区开始设立有轨电车车站，

1928 年，王府井大街修建柏油马路，交通条件进一步改善。

在东安市场的示范作用下，原本繁盛的正阳门外一批店铺纷纷迁入王府井大街。即使在 1928 年国都南迁，

北平消费市场陷入低迷之时，王府井借助于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仍能保持相当水准，“东单崇文门一带地方，

距东交民巷甚近，外商林立，各国侨民杂居是处，东城繁荣，乃集于斯。加之东安市场，年来扩充，王府井大

街，遂成东城荟萃之地。其富庶情况，不减于昔日之前门大街。”e 1936 年，上海《申报》特派记者在北平观察

到，“前门外商铺以资厚牌老胜，所谓北京老住户之购货（尤其衣料），恒以该处购获者为讲究。近年世事推

移，此辈老住户大半衰落，前门外之商业已大呈颓势”。而王府井大街则“富丽堂皇”，“其在平市观瞻上几可

媲美上海之南京路，东安市场以小巧玲珑胜，摊肆夹道，百货杂陈，诱惑性且较王府井为甚。故一般顾客，尤

其摩登男女，多喜出入其间，外国人之来北平观光者，亦必以市场巡礼为必要之游程”。f 这一时期，王府井所

在的东城已经取代南城，成为北京商贸最为繁盛的区域，《北平旅行指南》对此载：“目前王府并大街、东安市

场、西单北大街、西单牌楼，西单商场一带，商业似有蒸蒸日上之势，崇内大街之光陆影院，灯市口之飞仙影

院，西长安街新建之新新、长安两戏院，均见活泼气象，较诸前外大街、大栅栏、观音寺渐有起色。各银行并

在东四西四西单及王府井大街，设办事处二十三所，以资吸收储户款项，而便商民，平市繁华重心，又由南城

转移至东西城矣。”g

由于地处北京传统的达官显贵聚居地，且靠近东交民巷使馆区与西交民巷银行区，周边富户集中，还有一

批外交使节及在京侨民，为王府井的商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目标客户与消费支撑，这一群体的消费品味与消费

习惯对王府井的商业业态具有重要影响，呈现出高端、洋气的特点，与北京传统的商业面貌形成了明显差异。

此地高档洋行众多，如英商邓禄普、力古洋行，德商西门子洋行，美商美丰、德士古洋行，法商利威洋行等。

经营范围涵盖汽车、钟表、电器、钻石、西装等西洋色彩浓厚的商品，在经营模式上亦不断探索，商铺内外装

潢高档，商品陈列炫目、考究。外资金融机构如美国花旗银行、法英东方汇理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等在此开设

代理处。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王府井大街都是北京城内最为知名的商业中心之一，引领时尚消费潮流，承

担着古都“摩登代言人”的特殊身份。

ag		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第 331—332、10—11 页。

b		娄学熙：《北平市工商业概况》，北平：北平市社会局编印，1932 年，第 684 页。

c		铢庵（瞿宣颖）：《东安市场》，《申报月刊》第 2 卷第 10 号，1933 年。

d		崇普：《王府井大街记》，林传甲编纂：《京师街巷记》“内左一区卷三”，北京：京师武学书馆，1919 年，第 5—6 页。

e		《北平市况：南城的繁荣已被东西城所夺》，《大公报》1933 年 3 月 2 日。

f		赓雅：《北上观感·自治风云中之慘象》，《申报》1936 年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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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平民社会缩影的天桥

“天桥”最初确是一座高拱的石桥，建于明代，位于正阳门外北京城市中轴线南段，为明清帝王祭告天坛

时的必经之路，故名“天桥”。a 从其所居地理位置及名称可见，明清时期的天桥是连接紫禁城与天坛、沟通世

俗权力与上天权力的特殊通道，普通人被禁止在桥上通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桥也是明清北京城整体空间秩

序中的一个重要的部件，这与后来它被赋予的底层民俗特征大异其趣。

自建成之后，天桥周边一带视野空旷，环境清幽，是京城士大夫重要的郊野游玩之地。清朝定都北京之

后，限令内城汉人及商贩迁往城外，正阳门外商业日益繁华，成为全城重要的商业、娱乐中心。受此影响，至

道咸年间，天桥地区陆续出现茶馆、鸟市，一些梨园行人士在此喊嗓、练把式，但尚未形成很大规模。此时，

天桥仍是一派田园风光。据曾亲历天桥变迁的齐如山描述：“当光绪十余年间，桥之南，因旷无屋舍，官道之

旁，惟树木荷塘而已。即桥北大街两侧，亦仅有广大之空场各一，场北酒楼茶肆在焉。登楼南望，绿波涟漪，

杂以芰荷芦苇，杨柳梢头，烟云笼罩，飞鸟起灭。”b 这种乡野景观很符合久居京城文人们的审美趣味，他们经

常在此诗酒雅集，吟风弄月。附近虽有估衣摊、饭市及说书、杂耍等，但为数不多。

天桥商业的日渐兴起与清末民初北京城市空间结构变动与市场体系的兴衰密切相关。当地安门、东四、崇

文门、花市等曾一度繁盛的商业区域相继衰退之时，天桥则借助于靠近正阳门的区位优势，逐渐吸引一批摊贩

以及曲艺、杂技卖艺者，“天桥南北，地最宏敞，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c。“正阳门街衢窄狭，浮摊杂耍场

莫能容纳。而南抵天桥，酒楼茶楼林立，又有映日荷花，拂风杨柳，点缀其间。旷然空场，尤为浮摊杂耍适当

之地。于是正阳门大街，应有而未能有之浮摊杂耍，遂咸集于此，此天桥初有杂耍之原因。”天桥市场初具雏

形，但“未至十分发达”，“又以京津车站设于马家铺，京汉车站设于卢沟桥，往来旅客，出入永定门，均以天

桥为绾毂。而居民往游马家铺者甚多，亦于此要约期会，此天桥发达最早之因。”d 庚子年间，天桥地区的商业

受到一定冲击，但旋即恢复。

民国建立之后，天桥地区的商业功能更加丰富，除众多摊商之外，新增了戏园、落子馆等娱乐场所。“民

国元年一月，厂甸改建街道，工程未竣，堆积砖瓦，无隙设摊，当局为谋维持摊贩利益，曾将厂甸年例集会，

暂移香厂。时伶人俞振庭者，乘闲于厂北支一棚，演奏成班大戏，并约女伶孙一清串演，原定一月为期。期

满，有人援例，移至金鱼池南岸上，赓续其业，未几，再由金鱼池迁至天桥，此实天桥有戏园之始，而同时继

起者，亦比比矣”e。

1914 年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对正阳门实施改造，督修工程处把围绕正阳门月墙的东西荷包巷各商铺房屋

以及公私民房约 60 多处作价收购拆毁，这些工作至 1915 年基本完成。“而瓮城内两荷包巷商民，则合议将所

拆存之木石砖瓦，移天桥西，建立天桥巷，凡七开，设酒饭镶牙各馆，并清唱茶社，暨各色商肆，以售百货，

居百工，此又天桥渐成正式商场之始。”f

不过，天桥在日渐繁盛的同时，区域内环境也在恶化，“地势略洼，夏季积水，雨后敷以炉灰秽土，北隅

又有明沟，秽水常溢，臭气冲天，货摊杂陈，游人拥挤。……由彼往西，地名香厂，夏季芦苇甚多。常年不

断秽臭之气，所有商业者皆为臭皮局、臭胶厂，天桥臭沟泄其臭水，与香厂之名实决不相符”。g 与前文齐如山

所述之光绪年代景色已截然不同。

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平垫香厂，修成经纬六条大街，如华仁路、万明路等，开启了香厂新市区建设，

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天桥周边区域的环境：

a	 张次溪：《天桥丛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 页。关于“天桥”名称起源，还有一种说法是源自附近的天坛。两种说法

其实差异不大，实际指向都赋予了“天桥”一层特殊的权力背景与象征。

bd		张次溪编：《天桥一览·齐序》，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第 1、3 页。

c		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135 页。

e		张次溪：《天桥丛谈》，第 8 页。

f		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北京：修绠堂书店，1951 年，第 12 页。

g		秋生：《天桥商场社会调查》，《北平日报》1930 年 2 月 16、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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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高尔禄长外右五区。督清道队削平其地，筑土路，析以经纬。同时是区居民卜荷泉诸人，复捐

资于先农坛之东坛根下，凿池引水，种稻栽莲，辟水心亭商场，招商营业。茶社如环翠轩、香园；杂耍馆

如天外天、藕香榭；饭馆如厚德福，皆美善。沿河筑长堤，夹岸植杨柳。其西南，各启一门，皆跨有木桥。

河置小艇，每届炎夏，则红莲碧稻，四望无涯。一舸嬉游，有足乐者。a

新世界商场、城南游艺园在香厂地区先后建成，也为天桥带来了大量客流，天桥的经营面积大大扩张，

“香厂由草昧慢慢的开化，连带着天桥的面目也渐渐改变起来”。香厂与天桥地区原有的市场连成一片 , 和平门

外马路的拓展也是一个积极因素。1924 年电车开通后，天桥成为通往东西城的第一、二路电车总站，“东自北

新桥，西自西直门，东西亘十余里，瞬息可至”，“交通既便，游人愈夥，而天桥遂极一时之盛矣”b。

天桥地区基本可以分为娱乐场和市场两部分，一般以一、二路电车总站为标志。“在东则率多布摊及旧货

摊、估衣棚，北连草市，东至金鱼池。善于谋生之经济家，每年多取材于此。至其西面，则较东为繁盛，戏

棚、落子馆为多，售卖货物者殊少”。“其北建有天桥市场，内多酒饭店、茶馆之属，其他营业总难持久，颇呈

寥落状况。惟此处收买当票及占算星命者异常之多，亦殊为市场中之特色”。“天桥迤西，先农坛以东，近日成

为最繁盛之区域，且自电车路兴修以后，天桥之电车站，更为东西两路之汇总，交通便利，游人益繁”，“即现

在该处所有戏棚，已有五六处之多，落子馆亦称是，茶肆酒馆尤所在多有”。“由此迤西，沿途均为市肆，茶馆

为最多，饭铺次之，杂耍场与售卖货摊亦排列而下，洵为繁多之市廛。”c

对于北京城里的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在这里能够欣赏廉价的表演，甚至享受免费的娱乐，购买辗转

多手的旧货。与此同时，北平正因国都南迁而伤了元气，市面空虚、百业萧条。天桥地区则因定位低端、消费

廉价而迎合了特定的消费群体，不仅未受影响，反而日渐兴旺，“近两年平市繁荣顿减，惟天桥依然繁荣异常，

各地商业不振，惟天桥商业发达”d。《北平旅行指南》也描述道：“艺人如蚁，游人如鲫，虽在此平市百业萧条、

市面空虚中，而天桥之荣华反日见繁盛。”e

当天桥地区的商业逐渐发达之时，曾经的“天子之桥”的命运也几经波折。清末铺筑正阳门至永定门之间

的碎石子马路时，天桥已经丧失原有功能，桥身也为适应马车、汽车通行而降低变成矮桥。1929 年，正阳门外

大街开始修建有轨电车 , 天桥变成平桥，但桥栏板仍存。至 1934 年，为展宽正阳门至永定门道路，天桥作为一

座石桥彻底被拆除，此地再无帝制时代的皇权遗迹，其后一直以地名的方式存留至今。

如果说，王府井大街代表了民国北京新兴的商业形态，天桥地区则是另外一种传统模式。此地虽号称繁

盛，商家众多，但都为临时性摊贩，设施简陋。民国初年的《天桥临时市场暂行简明章程》规定，天桥市场以

维持小本经营为宗旨，“在本市场租地营业者，只准支搭棚屋、板棚，不得建盖房屋”。f 区域内的所谓“建筑”

低矮而杂乱无章，小贩遍地铺陈。在众多来源不同的材料中，对天桥日常形态的描述多有雷同：

站在天桥西头，朝东望，一片高低不平，处处掺杂着碎砖烂瓦的地上，黑丛丛摆着无数荒似的一堆垛

一堆垛的地摊，破铜烂铁，零碎家具，古董玩器，以及一切叫不出名目的东西，可是这里的东西虽多，但

能够卖上一元的东西，却是凤毛麟角了，在这儿，有许多摆摊的，一见到警察的影子，便眼疾手快，溜之

大吉，当然啰，这么着，便可免掏两大枚的摊捐啊。在有摆花生摊的先农市场门前两边，搭着许多补着补

丁的破布棚，里面是满塞着现成的衣服，男的，女的，大人的孩子的，以及单的棉的，买估衣的伙计们，

不嫌麻烦的，一件件提抖着。g

这种观察很具有普遍性，天桥是专属中下层社会的消费空间与娱乐空间，“正阳门外天桥，向为游人麇

集之处，一般小商业及低级生涯，均在该处辟地为业，故有平民市场之称。”h 那里“游人如蚁”，但“窭人居

a		张次溪：《天桥丛谈》，北京：修绠堂书店，1951 年，第 11 页。

b		张次溪：《天桥一览·齐序》，第 4、1、3 页。

c		陈宗藩：《燕都丛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641 页。

d		秋生：《天桥商场社会调查》，《北平日报》1930 年 2 月 16 日。

eh		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第 260—261、10 页。

f		黄宗汉主编：《天桥往事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年，第 43—44 页。

g		慈：《天桥素描》，《市政评论》第 3 卷第 1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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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a。“很少有绅士气度的大人先生在此高瞻阔步，到这里来玩的人，多半是以体力和血汗换得食料的劳苦的

人们。他们在每天疲倦以后，因为这里不需要高贵的费用，便可以到这里来，做一个暂时的有闲阶级，听听玩

艺儿，看看杂耍，忘却了终日的疲劳，精神上得受了无限的慰藉。”b 各种对天桥那些黑压压的人群的描述也呈

现出基本一致的面部特征与精神状态：

天桥是个贫民窟，同时也像一个各种人型的容受湖。四下的人行道上黑压压的头，潮浪般的向这里流，

流来的并不静止下来，仍是打这湖的此岸流向彼岸。真的，如果你能在天桥溜达一个下午，保管你会遇到

这样的情形，同一张脸，刚打你跟前溜走了，一会儿又流了来。在这形形色色的一叶中，看出了有的是因

了家庭破产，而失了学的流浪青年，有的是因为受不了官家的横征暴敛，纳不起苛捐杂税，缴不起租价，

被生活迫害着不得不放下锄头，打穷乡僻野里跑到繁华的都市来找活作，而又失望的庄稼人。有的是曾在

没落途中用过死劲，想还有那些逃灾逃难，无家可归，已沦落成叫花子的男人女人，更有不少的受了掌柜

的嘱咐，出来取送货物，而偷着来玩会的小伙计们，那些腰间系着条皮带，毫没杀气的武夫们……在这群

各具其面，异声异气的人的脸上，都是深深的刻画着一个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创痕，并且表现着无聊，枯寂，

不安，忧愁的姿态。c

对于众多卖艺者而言，天桥是他们重要的谋生之所，“三教九流无奇不有，百业杂陈无所不备，凡欲维持

临时生活者，苟有一技特长，能博观者之欢乐，亦可借此糊口”d。但是，穷人的消费者仍然是穷人，非常有限

的铜板基本上仍在这个封闭的空间中实现着内循环，“自前清以来，京师穷民，生计日艰，游民亦日众，贫人

鬻技营业之场，为富人所不至，而贫人鬻技营业以得者，仍皆贫人之财。余既睹惊鸿，复睹哀鸿，然惊鸿皆哀

鸿也。余与游者，亦哀鸿也。”e 那些贫困的卖艺者在这里赚取一家人一天的吃食，并在这里消费，然后所剩无

几。对于他们而言，“天桥是一部活动电影，是一部沉痛人生的悲剧，虽然，你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到他们

都有笑容。这笑容，是从他们铁压下的心上和身上榨出来的。为了生活，他们便把自己的悲剧来反串喜剧，把

自己的眼泪滴成歌曲，自己的技术作为商品，自己的精力变成娱乐。……下层群众的集体，天桥写出了这社

会穷苦者的真实面目，匍匐人生道上，流血出汗洒泪珠，是为了生活，是为了应付不断抽上身来的铁鞭，每个

人，在这把生命渐渐支还上帝去，他不会知道自己一生是为着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他承认

命运，那人骗人的荒谬的语言，使他们不作声息过下这一生。”f

天桥既为人烟稠密之地，秩序混乱，往来人员复杂，多有作奸犯科者藏匿其中，“据说侦缉总队是派有很

多人，天天化装在这里采访、侦视，做办案的工作。他们自己说，这里是藏污纳秽的所在。一般下层社会的

人，多要在闲暇的时候到这里来玩。凡是做案的人，多不是什么高尚有知识的人。在他们没见过多大世面的

人，陡然的得了意外的财富，自然免不了挥霍和夸耀，因此在娼窑和天桥是很好的办案的处所。他们得着这妙

诀，所以在这里很破过许多惊人的奇案。还有其他机关，也派有相当的密探。”g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严景耀通

过调查得出结论：“北京四分之一以上的窃盗罪是在前门外（包括东西车站）及天桥犯的。”h

此外，天桥还一直被视为“有伤风化”之地，“顾往游者品类不齐，售技者为迎合观众心理，举动亦往往

儇佻，益以脂粉为生之游娼，复假此地为勾引浮薄之所。职是之故，天桥乃不见齿于士林”。i 在众多知识群体

的描述中，天桥代表着粗鄙、杂乱、底层，甚至污秽、肮脏，他们普遍表现出高高在上的俯视心态。

三、摩登与粗鄙：一座城市的两种书写

1918 年，李大钊根据他在北京的生活体验描述了当时社会的新旧并存：

a		易顺鼎：《天桥曲》，转引自张次溪：《天桥丛谈》，第 35 页。

bg		张次溪：《天桥一览》，第 12、13 页。

c		慈：《天桥素描》，《市政评论》第 3 卷第 16 期。

d		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第 260—261 页。

e		易顺鼎：《天桥曲》，转引自张次溪：《天桥丛谈》，第 35—36 页。

f		衷若霞：《天桥》，《宇宙风》第 21 期，1936 年 7 月 16 日。

h		严景耀：《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社会学界》1928 年第 2 期。

i		张次溪：《天桥一览·王序》，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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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

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有的人

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竞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a

与此类似的是，瞿宣颖如此概括庚子之后三十年中的北京：

自庚子以至戊辰，这将近三十年中，北京是个新旧交争的时代。旧的一切还不肯完全降服，而对于新

的也不能不酌量的接收。譬如拿些新衣服勉强装在旧骨骼之上，新衣服本不是上等的，而旧骨骼也不免失

去原有的形状。b

沈从文对民国北京的印象就是在不断变化，“正把附属于近八百年建都积累的一切，在加速处理过程

中”c。正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社会发生剧变，由此在一个有限的城市空间中表现出诸多冲突与对峙，正如

诗人钱歌川在 1930 年代看到的那样，北平“真是一个怪地方，新的新到裸腿露臂，旧的旧到结幕而居”。d 无

独有偶，同时期的另一位观察者也注意于此：“赤着大腿的姑娘，和缠着小脚的女人并排的立着走着，各行其

是，谁也不妨碍谁。圣人一般的学者，和目不识丁的村氓可以在一块儿喝茶，而各不以为耻，如同电灯和菜油

灯同在一个房间一样，各自放着各自的光。”以至于作者不得不感叹：“北平有海一般的伟大，似乎没有空间与

时间的划分。他能古今并容，新旧兼收，极冲突，极矛盾的现象，在他是受之泰然，半点不调和也没有。”e 朱

自清曾对此总结：“北平之所以大，因为它做了几百年的首都；它的怀抱里拥有各地各国的人，各色各样的人，

更因为这些人合力创造或输入的文化。”f 后来，作家林语堂也用写实的笔调，概括了民国北京的多元与包容：

满洲人来了，去了，老北京不在乎；欧洲的白种人来了，以优势的武力洗劫过北京城，老北京不在乎；

现代穿西服的留学生，现代卷曲头发的女人来了，带着新式样，带着新的消遣娱乐，老北京也不在乎；现

代十层高的大饭店和北京的平房并排而立，老北京也不在乎；壮丽的现代医院和几百年的中国老药铺兼存

并列，现代的女学生和赤背的老拳术师同住一个院子，老北京也不在乎；和尚、道士、太监，都来承受老

北京的阳光，老北京对他们一律欢迎。g

作为长期的国都，北京一直是五方杂处之地，新旧、中西、贫富、高低同时存在，从而也比其他城市能够

容纳更多如此对立的事物。以王府井与天桥为例，两者作为民国北京非常重要的商品消费与大众娱乐空间，虽

然相距不远，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城市样貌以及区域内人群典型的生命体群像。在王府井大街，已经是一派现

代都市气象，一位游客回忆他在 1933 年游览的感受：

一下车，也许会使你吃一惊，以为刚出了东交民巷，怎么又来到租界地。不然何以这么多的洋大人？

商店楼房，南北耸立，有的广告招牌上，竟全是些 ABC。来往的行人自然是些大摩登、小摩登、男摩登、女

摩登之类，到夏天她们都是袒胸露臂，在马路上挤来挤去，实在有点那个。再向前走，到了东安市场，一

进大门，便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香气，沁人心脾，会使你陶醉，陶醉在这纸醉金迷的市场里。到晚上，电光

争明，游人拥挤，谁初次来临不感到头晕目眩、眼花缭乱呢？h

东安市场确实处处弥漫着“洋味”和“贵族化”：

东安市场在东城，多异邦街房，所以处处都带出点洋味来（素称东城洋化，西城学生化，南城娼寮化，

北城旗人化），因为他处在一个洋化区域之地，所以就得受洋化的传染，市场里的买卖，有的是专为买卖外

国人而设的（如古玩玉器等），商人们也都能说两句洋话，来来往往的洋主顾，可占全市场内三分之二，逛

市场的中国人，也以西服哥儿，洋式的小姐太太为最多，看来东安市场真是有点洋味和贵族化。i

a		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1918 年 5 月 15 日。

b		铢庵（瞿宣颖）：《北游录话（七）》，《宇宙风》第 26 期，1936 年 11 月 1 日。

c	 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全集》第 12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年，第 377 页。

d		味橄（钱歌川）：《游牧遗风》，收入味橄：《北平夜话》，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第 99 页。

e		老向：《难认识的北平》，《宇宙风》第 19 期，1936 年 6 月 16 日。

f		朱自清：《 南行通信 》，原载《 骆驼草 》第 12 期，1930 年 7 月 28 日。引自朱乔森编：《 朱自清散文全集 》（ 下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第 543 页。

g		林语堂：《京华烟云（下）》，《林语堂名著全集》，第 2 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420 页。

h		孟起：《蹓跶》，《宇宙风》第 23 期，1936 年 8 月 16 日。

i		云：《东安与西单商场》，《市政评论》第 3 卷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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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夜色下的东安市场则呈现出另一种异常暧昧的情调：

街面给电灯光所反映出的树影是扶疏的，脚踏车、人力车、汽车、混合在喧嚣的一团里。凌乱的排列

着几家商店，流露出了一点上海味，然而还摆脱不了北平固有的形态。市场的南口是虚掩的，里面充满了

热烈的情绪。一列列的新设的木架上排满着货物，给灯光照得亮晶晶地。时断时续的游女，都在薄的衣上

加着短的毛线外衣，秋是显明地证明着是深沉的。转入了另外的一条场面时，迎面荡来的几个全是娇媚的

笑靥，浓馥的香气，洁丽平整的服饰的波纹，夏季的汗臭和初春的情热都早成为过时的货色了。a

被时尚、洋气氛围包围的王府井俨然已经成为北京都市景观与摩登生活的“代言人”。而反观离此并不

太远的天桥，则呈现出像似另一个世界的粗鄙景象，飞扬的尘土与污浊的气味给天桥的不同游览者留下了

共同的印记：

天桥的暴土永远是飞扬着，尤其是在游人拥挤的时候。虽然也有时，暴土会稍为灭迹，然而这也只是

在黄昏的一刹那，是极短暂的时间。 在午间，游人们是兴奋的来到这里。同时，暴土也飞扬起来。汗的臭

味、薰人的气息、还有脏水被日光所蒸就兴奋的发的恶味，是一阵阵的随着风飘过来，送到每个人的鼻孔

里。这气味的难闻，会使人呼吸都感觉着窒塞。b

同样，“一股葱蒜和油的气息”出现在了作家姚克对于天桥的描述文字中， 他称天桥为“高等华人所不

去”“北平下层阶级的乐园”。c“除却了一般失业的工人、退伍的士兵、劳苦大众及小商人等，摩登男女是绝

少往游的”。d 当时《世界日报》也介绍说天桥“地方虽然大，空气颇不好”。e 因此，这里很难发现“绅士的

少爷小姐们”的足迹，“他们怕灰土的污染，怕臭气的难闻，怕嘈杂的侵扰，他们是不愿看这些贱民，这些低

级的艺术，这些缺少甜蜜味的剧本”。f 民国时期，天桥一直被视为北京城内贫贱、卑微与肮脏的符号，是“下

等人”的聚集之地，是自恃为“上等人”不愿去的地方，“天桥也就和伦敦的东区（East End）一样，是北平的

贫民窟”。g 那里的世界由许多散落着的布棚组合起来，那里的人群脸色多是“焦黑”或是“菜黄色”，他们从

天桥中走出就像从“垃圾堆里”“魔窟里”走出来一样。对于那些“美国绅士化的先生”和“擦巴黎香粉的小姐

们”而言，天桥就像“谜一样”！h

不过，在许多人的认知中，带有现代气息的王府井、东长安街并不能够代表北京的城市底色。1936 年，一

位作者在《宇宙风》杂志上称：“我总以为北平的地道精神不在东交民巷、东安市场、大学、电影院，这些在地

道北平精神上讲起来只能算左道，摩登，北平容纳而不受其化，任你有跳舞场，她仍保存茶馆；任你有球场，

她仍保存鸟市；任你有百货公司，她仍保存庙会。”i 社会学家李景汉在 1951 年为张次溪出版的《人民首都的天

桥》所做的长序中也提及：“真北京人不是住在皇宫里面的，不是住在六国饭店的，不是住在交民巷的，不是住

在高楼大厦的，不是住在那些公馆的，也不是常到大栅栏买东西的士女，或常光顾八大胡同的大人先生们。”j

而天桥则深刻嵌入了北京百姓的日常生活，亦被视为底层社会百相的重要展示地。《北平旅行指南》称：

“天桥为一完全平民化之娱乐场所，亦即为北平社会之缩影。”k 更有称天桥为北平大众的“情人”：

天桥是大众的情人，虽然脸子丑，可动摇不了爱者心。……在大众的眼里，这情人是金子，是宝贝。

丽颜解不开恋结，装帧治不饱饥饿。只要她小心儿公平，大众就安慰。被生活压扁了的人，满怀着需求温

暖，这情人正不羞涩地张开手臂，让那些粗野的魂灵拥抱；这情人正不吝啬抛洒着爱露，使那些污秽的口

齿芬馨。柔情惑住了一头头的豹，你说卑弱的大众，不爱她，又爱谁？天桥便是以圣处女博爱的姿态，给

a		木易：《东安市场巡礼》，《老实话》1933 年第 10 期。

b		张次溪：《天桥一览》，第 12—13 页。

c	 姚克：《天桥风景线》，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上），第 353—357 页。

d		程文蔼：《北平社会经济的一瞥（续）》，《申报》1933 年 7 月 24 日。

e		《平市人心渐趋安定，将重觅享乐生活》，《世界日报》1933 年 6 月 2 日。

f		衷若霞：《天桥》，《宇宙风》第 21 期，1936 年 7 月 16 日。

g		味橄（钱歌川）：《游牧遗风》，收入味橄：《北平夜话》，第 102—103 页。

h		文：《天桥印象记》，《老实话》1933 年第 6 期。

i		张玄：《北平的庙会》，《宇宙风》第 19 期，1936 年 6 月 16 日。

j		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第 2 页。

k		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第 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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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个烈火似的照面。不论春花或秋月，不计清晨与黄昏，无一日，这儿不是一对挤，无一时，这儿不是

一片嚷！估衣摊、京戏园、坤书馆、把戏场，声的嘈杂与人的喧嚣，整个暴露小世界的混乱，也整个暴露

了这民族依旧是一盘沙。a

王伯龙在为张次溪《天桥一览》所作序言曾言：“天桥者，固北平下级民众会合游息之所也。入其中，而北

平之社会风俗，一斑可见。……四郊人民，遂以逛天桥为惟一快事。”齐如山在为此书所做的序言中也强调了

这一点：“今日之天桥，为北平下级社会聚集娱乐之所，以其可充分表现民间之风俗，于是外人游历，亦多注意

于此，乃与宫殿园囿，等量齐观，其重要从可知矣。”为此，他建议：“有市政之责者，固应因势利导，推行改

进。举凡卫生风化诸大端，若者取缔，若者改良，使下级民众，奔走终日。藉此乐园，得少游息，以调整其身

心，节宣其劳苦，可为施政布化之助，毋为游情淫逸养成之所，以贻讥于外人。”b 北平市社会局确也曾有在此

设立民众乐园的计划，通过政治与教育双管齐下，以期改进区域秩序与市容观瞻。

不过，天桥地区的情况一直没有得到太多提升，日军占领北平之后，一些日本文人多次探访天桥一带，在

他们的笔下，天桥区域仍然是“脏”“穷”“乱”“俗”集中的地方，作家小田岳夫的《紫禁城与天桥》集中代

表了这批日本文人对天桥的观察与体验：

与紫禁城的庄严、华丽相比，这里是到处是污秽、卑俗……其他地方随着文明的推移多少呈现出一些

变迁，而与之相比，好像只有这里未被时代大潮所冲刷，保存着许多昔时的模样。事实上，这里处于没有

电灯设备、开场只限于白天的状态，不论是杂耍的性质，还是胳膊纹着刺青、目光怪僻的无赖流氓之戏法、

杂技演员仿佛从《三国志》中走出之感，都让人不由得产生一种地球虽在横向转动，我们却在纵向意义上

逆时而生的奇异之感。……北京内城区之美与民众实际生活水平之低乃是大相径庭。说到如梦如诗般的北

京城，有人也许会将生活其中的人也加以诗化想象。诚然，北京民众与其他城市的人比较起来，沉稳大方，

但满街上来往的是破衣车夫，居民就像所有中国人一样，是彻底的实利主义者。我又想到了杭州西湖等巧

妙利用了自然而造就的风景、上海租界等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城市，感觉北京城之美是与民众生活、

自然毫无关系的、尚未从古时王者之梦的遗迹中迈出一步的、幻影般虚幻之美。我想，这里有着北京的巨

大矛盾。c

小田岳夫与齐如山都同时提到了北京的宫殿与天桥，两者的巨大对比呈现出的是北京城深刻的矛盾性，然

而，这又是无法否认的真实，在两个相距并不远的城市空间内部彼此独立而鲜活地存在着，二者都是北京，城

市内部的割裂性在王府井与天桥的对比中表现的最为直观。

民国时期，基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北京的城市建设在空间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性，不同区域之

间的城市景观形成鲜明对比。王府井周边的东长安街地区是北京最早开启城市化进程的区域，也是最能体现民

国初年北京都市繁华的典型区域，“街道宽阔，清洁异常。若远立南端，遥望北瞻，则楼房林立，高耸霄汉，

树路花草，云错其间。夜晚电灯悉明，照耀有如白昼，直有欧风美景。不若他处房屋矮小，街道污秽，人声嘈

杂，一种腐败现象也”d。与此邻近的崇文门一带“行人拥挤，买卖发达，晚间电灯悉明，照耀如同白昼，夏间

凉棚阴密，且多系楼房，一洗前清之旧观也”。e

到了 1930 年代中期，随着都市的进化，“王府井大街及东西单牌楼一带则完全向于立体派与现代都市派的

设备了”，“东长安街多少是带有几分外国风味的，因为在它的附近的环境完全是洋味的，像东交民巷使馆区的

墙界，近代化建筑的北京饭店，中央，长安等大饭店，所以这里修建得很整齐的，将来要等东长安街的牌楼改

建好了，怕是会更美观！”f1927 年，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彭学沛在一个黄昏时分驱车经过东长安街所感受到是：

左边是一座摩天的高楼，无数的光明映照着满天的星斗。绿窗里，望得见金发的美人，想必是，坐对

a		刘芳棣：《天桥：北平大众的情人》，《中央日报》1936 年 7 月 7 日。

b		张次溪：《天桥一览》，第 1、3—4 页。

c		小田岳夫：《紫禁城与天桥》，东京：竹山书房，1942 年，第 50—52 页。引自王升远：《“文明”的耻部——侵华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天

桥体验》，《外国文学评论》2014 年第 2 期。

d		宋世斌：《东长安街记》，林传甲编纂：《京师街巷记》“内左一区卷二”，第 6—7 页。

e		崔扬名：《崇文门大街记》，林传甲编纂：《京师街巷记》“内左一区卷二”，第 4 页。

f		张麦珈：《北平的新姿态与动向》，《市政评论》第 3 卷第 2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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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盈盈的红樽。可是呀，千万别望到视平线以下！

右边是异邦人的管区，鳞列栉比的都是琼楼玉宇，青青的，回环蔓延的藤萝，细细地，传出悠扬宛转

的清歌。可是呀，仍然别望到视平线以下！a

在那些摩天高楼、金发美人、宛转清歌之外，仍有一处“视平线以下”的那个我们没有看到的世界，作者

虽未明确言及，但想必与眼前呈现的景象存在着巨大反差。

民国北京是一个异常纷繁与复杂的城市个体，不同群体并不能够共同分享同一座城市的相同记忆。对于王

府井与天桥而言，二者都是外人认知民国北京的重要载体与媒介，如果只以一点观察北京，必然影响人们对城

市的基本感知。1927 年，从上海来的作家叶灵凤对北京发出感叹：“当我从东交民巷光泽平坦的柏油大道上走

回了我们泥深三尺的中国地时，我又不知道那一个是该咒诅的了”。b 几年之后，另一位从南方来到北京的作家

钱歌川也有如此感受：

惯在北平王府井大街或东交民巷一带走动的人，他们是不会知道人间有地狱的。一朝走到天桥，也许

他们要惊讶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殊不知那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基础，我们这个人间组织的最大的成分呢。c

然而，情况似乎没有太大改善，十几年之后的 1948 年，当一位刚刚见识到王府井、东交民巷那样街道

的游客来到天桥周边时，所见所感与钱歌川如出一辙：

我真是一个天大的傻瓜，我原先以为北京城只有像王府井东交民巷那样的街道，很替我们的文明感到

荣耀，想到自己能生活在这样清洁高贵的城市里，不禁有些飘飘然了。现在却忽然从半空中跌下来 ; 这算是

什么都市！这样肮脏破烂的地方，连我们的乡下都不如呢。d

需要指出的是，王府井与天桥的区域环境差异巨大，但并非没有交集，商业场所的开放性与流动性仍然在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消费空间中部分存在。在天桥，虽然少见所谓的上等阶级，但并非完全绝迹。进入 1930 年

代之后，天桥的规模不断扩大，经营环境也有改良，一些演出场所“渐趋文明”，“非复昔时之简陋矣”，“而

往游者非完全下层市民，至中上级亦有涉足其间者”。e 张恨水小说《啼笑因缘》中很会游历的富家子弟樊家

树，因为玩遍了北京的名胜古迹，于是“转而到下层人士常去的天桥游玩”，由此还发展出一段凄婉的爱情故

事。f 同样，在消费主义大潮兴起的过程中，王府井地区经过不断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消费场所，

而逐渐演化为外人到京后争相浏览、参观的一处都市标志性新景观。以东安市场为例，虽然其以“高端”为定

位，但来此游逛者也包含了其他阶层的人群，“上中下三等俱全，而其中尤以学生为最多，所以一到放假的日

子，人便会多得拥挤不动。远道来京的人们，因为震于‘市场’的大名，也一定要去观观光”。g 作为不同类

型、不同层次的商业街区，二者并非彼此排斥而是非竞争性并存。

余 论

王府井与天桥两种城市景观的生成，实际上也是近代北京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一种历史表现。清代北京

内城代表着权力、等级与秩序，外城则容纳了更多民间市井社会的生活内容，“内外城之间的城垣分辨出两个

城区，造就两类城市社会，外城的存在，调整、缓和了京师的森严气氛，增加了京师城市社会的世俗性、丰富

性”。h 进入民国之后，皇权解体，北京内外城显性的地理边界逐渐被打破，但自明清以来一直存在的隐性的城

市空间的等级差异沿袭了下来，内外城在社会结构意义上的等级区分仍未有根本性改变，官方的主导、资本的

驱动以及财富的聚集效应仍然维持着内城在北京城市格局中的核心地位。王府井大街地处京城传统的达官显贵

a		彭学沛：《黄昏驱车过东长安街》，《现代评论》第 4 卷第 84 期。

b		叶灵凤：《北游漫笔》，《天竹》，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 年，第 49—61 页。

c		味橄（钱歌川）：《游牧遗风》，《北平夜话》，第 105 页。

d		青苗：《陶然亭访墓记》（1948 年），《如梦令——文人笔下的旧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 589 页。

e		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第 260—261 页。

f		张恨水：《啼笑因缘》，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 年，第 1 页。

g		太白：《北平的市场》，《宇宙风》第 21 期，1936 年 7 月 16 日。

h		唐晓峰：《明代北京外城修建的社会意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北京：中华书局，

2010，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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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居之地，且比邻东交民巷使馆区，集聚众多高档洋行与外资金融机构，诸多因素决定了其“高端”“洋化”

的商业形态。而天桥地区作为北京的外城，缺乏近代化的市政基础设施，地价与房租明显低于内城。这里三教

九流、贩夫走卒、倡优皂隶，无所不包，成为城市贫民的主要聚居地。

王府井与天桥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两个商业街区、两种商业模式或城市景观的差异，背后折射的是民国北京

城市化进程中的巨大鸿沟以及社会阶层难以弥合的裂痕。因此，表现城市内部的多样性，是城市史研究的基本

任务。只有兼顾不同来源渠道、不同类型的史料并加以综合辨析，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后来者对城市书写的

主观选择。

近年来，“民国热”不断升温，“民国范”被不断提及，浓重的怀旧气息与个体化的私人叙述构筑了民国的

“黄金时代”。实际上，这种现象主要是当代人对逝去岁月的一种“记忆投射”，是借助历史资源对现实社会诸

多现象进行的一种“柔性反抗”。他们通过选择性收集相关史料文字，构建了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想象世界”。

以北京为例，当时大量文人、知识分子借助于文字表达方面的优势，他们的相关记忆与感性描述成为了构建

“民国北京”的重要史料来源。但是，这类群体当时无论在经济地位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属中上，不仅在地

域文化背景上与传统北京的普通民众有很大隔膜，在日常生活经验上也有诸多差异。他们那些带有浓重个人

化色彩的散文性文字往往容易放大民国北京古朴、诗意的一面，对大部分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视而不见”或

“选择性失明”，这也反映出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的使用限度，它们还不能代替当时官方以及一些社会学家所开展

的各种社会调查数据。

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民国北京”，任何建立在单一史料来源基础上的城市叙事模式如同盲人摸象，都需

要进行系统反思。城市史研究有多重内容、多重路径，城市阅读、城市书写是城市史研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表

现方式，因阶级、种族、性别、年龄及文化水准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观察视野，呈现民国北京不同的城市面

孔。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真正进入城市内部，将那些被掩盖在统一表面之下的矛盾性与割裂性更多地表现出

来，可能更加符合逝去时代的基本特征，亦是城市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不同叙述中的差异甚至矛盾构

建了民国北京的多维面相，这几乎适用于所有城市。

民国北京，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古朴的，又是欧化的；既是贵族的，又是平民的；既是高尚

的，又是卑微的。具有巨大矛盾性的不同事物彼此共存于同一个城市空间中，这不仅适用于民国北京，而且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范围内，同样如此。

（责任编辑：周 奇）

Wangfujing Street and Sky Bridge:
An Pluralistic Narrative of Republican Beijing

Wang Jianwei
Abstract:  Wangfuj ing Street  and Sky Br idge were two important  commodity  trading venues in 
Republican Beijing which represent different commercial forms, as well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urban style and social life. Wangfujing Street had become a display of modern capitalist business system 
in Republican Beijing, at the same time, Sky Bridge was still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which accommodating 
a large number of mobile vendors, recycling second-hand market,poor food restaurant, and all kinds of 
artists and craftsmen. Because Wangfujing Street and Sky Bridge could only represent a certain aspect 
of Republican Beijing,so, we should put the two sides in an equal position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n order to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recognition 
of Republican Beijing

Key word: Republican Beijing, Wangfujing Street, Sky Bridge, modern, coarse


